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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itability assessment of wildlife habitat is very important for wildlife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Niche model i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presence-only based habitat suitability model, which cannot explicitly express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itability of wildlife habitat and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would be insufficient to express the ecological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wildlife habitat use. In this study, a new giant panda (Ailuropoda melanoleuca) habitat assessment meth-

od based on geographical detector (Geogdetector) is proposed. A total of 8 environmental factors were selected for the suitability as-

sessment of giant panda habitat, including the elevation, slope, aspect, topographic position index, distance from drainage system,

vegetation type, staple food sources of bamboo, and distance from human settlements. Based on the initial habitat suitability index

(HSI) input data calculated b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and MAXENT model respectively, we used four geographical de-

tectors (the risk detector, factor detector, ecological detector, and interaction detector) to ass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itabil-

ity of giant panda habitat and their environmental risk factors.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itability assessment of giant panda habitat

based on the geographical detector has relatively favorable precision and feasibility. (1) The MAXENT-Geogdetector model has

higher level of performance on accuracy than the other three methods. The overall accuracy of the prediction results based on AHP,

AHP-Geogdetector, MAXENT and MAXENT-Geogdetector are 85.6%、86.5%、91.3% and 94.2% respectively. The kappa coeffi-

cients are 0.699, 0.718, 0.821 and 0.882 respectively. The AUC values are 0.902, 0.928, 0.949 and 0.966 respectively. And the over-

lap ratios of the predicted distribution area to the actual distribution area are 63.66%, 61.30%, 76.70% and 90.10% respectively. (2)

The proposed Geogdetector-based method well captures the ecological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the wildlife habitat use

by indicating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itability of wildlife habitat and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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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动物生境适宜度评价对于野生动物生境保护十分重要。基于物种活动点来建模的生态位模型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动

物生境评价方法，但该方法不能直接表达生境适宜度与环境因子间具有生态学意义的数量关系。本文以雅安地区为例，提出

一种新的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生境适宜度评价方法，选取海拔、坡度、坡向、地形指数、距水源距离、植被类型、主

食竹及距公路距离8个环境因子，引入地理探测器，在分别基于MAXENT模型和层次分析法（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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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P）所构建生境适宜度模型的基础上，通过4个地理探测器（风险探测器、因子探测器、生态探测器和交互作用探测器）探寻

大熊猫生境与各环境因子间的关系以及环境因子对大熊猫生境的影响机理，并将其预测结果与单一MAXENT模型和AHP

法进行对比。结果表明：（1）AHP、AHP-Geogdetector、MAXENT和MAXENT-Geogdetector模型总体评价精度分别为85.6%、

86.5%、91.3%和 94.2%，kappa系数分别为 0.699、0.718、0.821和 0.882，AUC值分别为 0.902、0.928、0.949和 0.966，模型所预测

的适宜和较适宜区与实际分布区重叠比分别为63.66%、61.30%、76.70%和90.10%，说明AHP-Geogdetector和MAXENT-Geog-

detector模型精度均比相应的单一模型有所提高，且MAXENT-Geogdetector模型精度最高；（2）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大熊猫生境

适宜度评价模型能以“生境适宜度和环境因子间具有生态学意义的数量关系”的形式直接体现环境因子对动物生境利用的生

态学作用，具有较好的生态学可解释性。因此，用地理探测器进行大熊猫生境适宜度评价具有较好的可行性。

关键词：大熊猫；地理探测器；层次分析法；MAXENT；生境适宜度评价

1 引言

动物生境是动物生存与繁衍的重要场所，其质

量的优劣对于生物多样性及物种的延续至关重要[1]。

生境适宜度（Habitat Suitability Index，HSI）是衡量

生境质量的重要指标，是分析物种种群减少及致危

原因的重要手段，可为野生动物管理与保护提供决

策依据，并被广泛应用于动物生境质量的研究中[2-4]。

随着计算机技术、3S技术以及统计学的发展，

关于HSI建模的方法层出不穷。根据模型所需物

种活动痕迹点的不同，HSI模型主要分为 3类[5]：机

理模型[6-9]（AHP法等）、回归模型（广义线性回归模

型[10]、Logistic回归模型[11]、人工神经网络模型[4]等）

以及生态位模型（生态位因子分析模型[5]、信息熵模

型[12]等）。机理模型不需要目标物种活动点和非活

动点数据，但依赖于专家经验知识，且因没有物种

活动点数据，往往无法对模型结果进行校验。回归

模型需要目标物种活动点和非活动点数据，但因物

种非活动点数据的可靠性难以保证，因而模型结果

可能会出现偏差。生态位模型只需要物种活动点

数据。已有研究表明，生态位模型是目前应用较广

的生境适宜度模型，而MAXENT是该类模型中预

测结果相对准确的一种方法[13]。MAXENT模型能

很好地表达生境适宜度与环境因子间的数量关系，

但通常这种数量关系及其生态学意义都是隐含的，

导致模型的可解释性较差，不利于对大熊猫生境进

行保护和规划。地理探测器模型是由王劲峰等开

发的一种新型空间分析模型，用以探测某地理属性

与其解释因子之间的关系 [14]。该方法基于空间分

异理论，以“因子力（Power of Determinant）”作为度

量指标，结合GIS空间叠加技术和集合论，探测属

性 y与其解释因子之间关系，形成“地理探测器”模

型，从而可以有效地识别因子变量与结果变量间的

相关关系 [18]。该方法最大的优势在于没有过多的

假设条件与约束，具有普适性，能有效地克服传统统

计分析方法处理类别变量的局限性[15]，并能快速、经

济、有效、客观地探测出要素间的关系，已被应用于

医学[14]、地质灾害[15]、植被种植[16]、考古学[17]、经济[18]

等诸多领域。但地理探测器在建模之前需要对连续

型环境因子进行离散化处理，不同的离散化处理方

法会对建模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目前，关于

Geogdetector在动物生境评价中的应用尚未见报道。

考虑各类模型的优缺点，综合利用不同模型，

能有效利用不同模型的优势，从而得出更为可靠的

动物生境适宜度评价结果。因此，为探寻更准确的

预测结果以及更接近现实的生态学解释，本文以四

川省雅安地区为研究区，提出一种新的大熊猫（Ai-
luropoda melanoleuca）生境适宜度评价方法，即基

于地理探测器（Geographical detector，Geogdetector）
来构建HSI模型。选取海拔、坡度、坡向、地形指

数、距水源距离、植被类型、主食竹及距公路距离8个
环境因子，分别在基于MAXENT模型和AHP法所

获取的大熊猫生境适宜度指数基础上，通过风险探

测器、因子探测器、生态探测器和交互作用探测器4
个探测器，探测出大熊猫生境的影响因素、其相应

的影响力以及具体的影响机理，并将最终获取的生

境适宜度评价结果与单一MAXENT、AHP预测结

果进行对比分析，以期为动物生境评价方法提供一

种新的思路。

2 研究区概况

雅安是大熊猫的发现地，是“熊猫首都”，也是

全世界大熊猫栖息地的核心地带。据第四次大熊

猫调查，雅安市境内野生大熊猫共340只，占四川省

野生大熊猫总数的 24.51%，在各市（州）中排名第

三。全市大熊猫栖息地面积为 54.8万 hm2，是全国

和全省大熊猫栖息地面积最大的市。此外，雅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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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县区都发现有野生大熊猫[19]，但因第四次大熊

猫调查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目前统计有大熊猫分

布数据的县区主要有宝兴县、天全县、荥经县、芦山

县和石棉县。为更有效地评估大熊猫栖息地质量，

本文重点关注雅安市分布有野生大熊猫的完整区

域，包括宝兴县、天全县、荥经县、芦山县4个县。

本研究区（102°15′~103°23′E，29°28′~30°56′N）
位于四川盆地西缘，邛崃山系东麓，雅安市北部（图1）。
这里水源丰富，气候适宜，地形呈北、西、南地势高，

东部地势较低的地理格局，并分布有 4个重要的大

熊猫自然保护区，即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喇

叭河省级自然保护区、大相岭省级自然保护区以及

大川河自然保护区。根据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显

示，该地区分布有野生大熊猫 315只，其中，宝兴县

181只，天全县78只，荥经县28只，芦山县28只[19]。

3 方法和数据

3.1 研究方法

3.1.1 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AHP法），是 20世纪 70年代由T.
L. Saaty提出的一种决策方法。该方法将一个复杂

问题分解成多个因素，按照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

形成一定的层次结构，通过层析划分找出各要素之

间的逻辑关系，以此判断各因子的重要性，并根据

重要性赋予各因子相应的权重值，再通过叠加分析

来预测物种的生境分布情况[20]。其基本步骤为：

（1）构建层次结构模型。将各个因素分解成若

干层次，同一层的各因素既从属或影响上一层因

素，又支配或影响下一层的因素。最上层为目标

层，最下层为指标层，中间有一个至多个层次。

（2）构造判断矩阵。按照层次分析法的原理，

利用根据Saaty提出的1-9比较标度法[21]，两两比较

确定指标的重要程度，确定各层的判断矩阵。

（3）计算权向量并做一致性检验。计算每一个

判断矩阵最大特征根及对应特征向量，利用一致性

指标、随机一致性指标和一致性比率做一致性检

验。若检验通过，归一化后的特征向量即为权向

量；若未通过，则需重新构建判断矩阵。

（4）计算权向量并做组合一致性检验。计算最

下层对目标层的组合权向量，并进行组合一致性检

验。若检验通过，则可按照组合权向量表示的结果

进行决策，否则需要重新考虑模型或构造一致性比

率较大的判断矩阵。

3.1.2 MAXENT模型

MAXENT模型源于1957年 Jaynes提出的最大

熵理论（Maximum Entropy，MAXENT），是生态位

模型中一种新型预测物种分布的方法。该方法将

研究区内所有像元作为构成最大熵的可能分布空

间，通过已知物种分布点的环境变量特征得出约束

条件，来探寻此约束条件下最大熵的可能分布，从

而预测物种在研究区的生境分布[22]。

3.1.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王劲峰等开发的用以探寻地理空间分区因

素对疾病风险影响机理的一种方法[14]，主要由 4个
探测器组成：风险探测器、因子探测器、生态探测器

和交互探测器。其中，风险探测器主要用于搜索生

图1 雅安研究区地理位置示意图

Fig.1 Location of Ya′an pref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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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适宜度的区域；因子探测器主要用于检验某种环

境因子是否为形成生境适宜度空间分布格局的原

因；生态探测器主要用来探究不同环境因子在影响

生境适宜度空间分布方面的作用是否有显著的差

异；交互作用探测器可以识别环境因子两两之间的

交互作用[23]。

地理探测器假设地理事物总是存在于特定的

空间位置，影响其变化的环境因子在空间上具有差

异性，若某环境因子与地理事物的变化在空间上具

有显著一致性，则该环境因子对地理事物的发生与

发展具有决定意义[14]。

如图2所示，假设在研究区A中，生境适宜度是

以B中的方格为单位统计的，各方格的生境适宜度

指数记作 b
1
,b

2
,⋯,b

n
；C、D是其中 2个影响生境适

宜度的因素，c
1
、c

2
、c

3
和 d

1
、d

2
、d

3
是因素C和因

素D各自的空间类别分区。本研究中，c
1
、c

2
、c

3

和 d
1
、d

2
、d

3
是对各环境因子进行适宜度分类后所

得到的因子变量（亦即连续地理数据的离散化结

果），不论是基于AHP生境适宜度指数的地理探测

器还是基于MAXENT生境适宜度指数的地理探测

器，一律采用AHP大熊猫生境适宜度影响因子评价

准则进行环境因子适宜度分类。

在空间变异分析（Spatial Variance Analysis，
SVA）的基础上，地理探测器先将生境适宜度HSI图
层与环境因子图层作空间叠加，再通过对环境因子

的不同空间类别分区间进行生境适宜度均值差异

的显著性检验，从而探测出环境因子间的相对重要

性及其与生境适宜度之间的关系。各环境因子对

生境适宜度的解释力（PD值）可用式（1）说明[23]。

P
D,H

= 1 -
n

c
1

Var
c
1

+ n
c
2

Var
c
2

+ n
c
3

Var
c
3

nVar
= 1 -

σ
2

Ls

σ
2

Lp

（1）

式中：D为影响因子；H为生境适宜度指数（HSI值）；

P
D,H

为D对H的解释力；
n

c
1

Var
c
1

+ n
c
2

Var
c
2

+ n
c
3

Var
c
3

nVar
为

分区离散方差之和占研究区HSI值总体离散方差

的比例。

分别计算PD（A）、PD（B）和PD（A∩B），根据可

能出现的 5种情况（表 1），即可判断出环境因子之

间的交互作用。

为实现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大熊猫生境适宜度

评价，本研究首先选取海拔、坡度、坡向、地形指数、

距水源距离、植被类型、主食竹及距公路距离8个环

境因子，并基于AHP评价准则对其进行离散化处

理；然后确定生境适宜度HSI值和样本点；接着计

算各环境因子的PD值，以此判断环境因子变量与

之间的关联程度；最后对所PD值进行均一化，获得

各环境因子适宜度得分的优化权重，再利用Arc-

表1 因子交互关系的坐标轴表达

Tab.1 Redefined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s in a coordinate system

图示 表达式

PD(x∩ y)<Min(PD(x),PD(y))

Min(PD(x), PD(y))<PD(x∩ y)< Max(PD(x),PD(y))

PD(x∩ y)>Max(PD(x),PD(y))

PD(x∩ y)=PD(x)+PD(y)

PD(x∩ y)>PD(x)+PD(y)

交互关系

非线性减弱

单方减弱

相互增强

相互独立

非线性增强

注：●表示Min(PD(x),PD(y))；● 表示PD(x)+PD(y)；●表示 Max(PD(x),PD(y))；▼表示 PD(x∩ y)。引自 http://www.sssampling.org/excel-

Geodetector/

图2 研究区的空间类别分区及叠加图层[14]

Fig.2 Divisions of the study region and the overlaid layers[1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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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 10.0进行指标整合，即可得到基于地理探测器

的HSI模型。为使地理探测器评价结果达到最佳，

根据生境适宜度HSI值的不同来源，本文开展了 2
种地理探测器模型研究，即AHP-Geogdetector模型

与MAXENT-Geogdetector模型。基于地理探测器

的大熊猫生境适宜度评价模型的具体思路如图 3
所示。

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3.2.1 指标选取

为了与选用的 2001年 6月 13日获取的遥感影

像相吻合，先后 2次（2013年 6月 23日至 7月 5日、

2014年6月7日至13日）对包含雅安研究区在内的

大熊猫栖息地开展野外地面调查。地面调查主要

对大熊猫栖息地的地理环境特征进行考察、对植被

类型分类精度以及大熊猫生境适宜度评价结果进

行验证，以及与当地相关研究部门进行资料与数据

的交流共享。基于前期对研究区的实地考察，结合

前人的研究成果[24-26]，本研究选取的影响大熊猫生

境的变量包括以下 3类：与地形有关的变量（海拔、

坡度、坡向、地形指数以及距水系的距离）、与生物

物理有关的变量（植被类型、主食竹空间分布）、与

人类活动相关的变量（距道路的距离）。

地形数据主要包括海拔、坡度、坡向、地形指数

以及距水系的距离。海拔，即 30 m精度的ASTER
GDEM数据，m；坡度、坡向由DEM在ArcGIS 10.0
中生成；地形指数是用来衡量一个研究点所处地形

纵剖面的上下位置，对植被和水源有重要影响[27]，

该指数由基于ArcView 3.3开发的 Jeff Jenness地形

指数工具箱（topographic position index toolbox）工

具箱生成；水系提取于研究区的遥感影像数据，即

在ArcGIS 10.0中，通过计算每个像元点到离其最

近的水系的欧式距离，即可获取距水系的距离。考

虑到雅安市第三次大熊猫调查的时间跨度为 2001
年 5月至 11月，兼顾遥感影像的数据质量，最终选

用2001年6月13日的Landsat ETM+数据作为本研

究的底层遥感影像数据。

与生物物理有关的数据包括植被类型和主食

竹空间分布。研究区的植被类型由遥感影像数据

进行监督分类获取，主要类型包括针叶林、针阔混

交林、阔叶林、灌丛与草甸以及其他。在四川省大

熊猫栖息地，大约有70%以上的大熊猫活动在针叶

林与针阔混交林，只有少于30%的大熊猫活动在阔

叶林、灌丛及草甸中，而在其他土地覆盖类型中未

图3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大熊猫生境适宜度评价流程图

Fig.3 The flowchart of assessing the habitat suitability for giant panda based on the geographical det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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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有大熊猫活动踪迹[28]。因此，本研究将针叶林和

针阔混交林视为大熊猫活动适宜区域；阔叶林、灌

丛与草甸视为大熊猫活动次适宜区域；而其他植被

类型则被视为大熊猫活动不适宜区域。

主食竹空间分布图来源于全国第三次大熊猫

调查。雅安地区的竹类主要有冷箭竹、短锥玉山

竹、拐棍竹及其他竹类。在雅安研究区所处的邛崃

山系，大熊猫对拐棍竹的取食率最大，其主食竹包

括冷箭竹、短锥玉山竹和拐棍竹[28]。因此，本研究

将分布有冷箭竹、短锥玉山竹、拐棍竹的区域视为

大熊猫活动适宜区域；分布有其他竹类的区域视为

大熊猫活动次适宜区域；没有竹类分布的区域视为

大熊猫活动不适宜区域。

本研究中，与人类活动相关的数据主要是距道

路的距离。目前，大熊猫受到的人类干扰因素较

多，且各因素所起的作用比较复杂。居民日常活

动、地质灾害、木材砍伐、交通、农业活动、林下资源

采集等都是影响大熊猫生境质量的重要因素。雅

安地区矿产与竹材资源丰富，因而在该地采矿、割

竹与打笋情况较为严重，是雅安地区大熊猫栖息地

的主要干扰因素之一，但该类数据不易获取，目前

极少有研究将该类干扰因素加入到大熊猫生境适

宜度评价中。此外，雅安地区居民大多生活在海拔

相对较低的低山河谷地带，对大熊猫栖息地影响相

对不大，且有全国第三次大熊猫调查结果表明，当

前的耕种活动主要集中在低海拔的大熊猫栖息地

边缘和居民点周围，耕种对大熊猫栖息地的总体影

响不大[28]。实践证明，林区道路通向哪里，采伐、采

药、开矿等人为干扰就到达哪里，它是造成大熊猫

栖息地破碎化的重要根源之一，且交通主干道对大

熊猫栖息地具有隔离作用，其影响往往是持久而不

可逆转[28]。基于以上考虑，本次研究暂时只考虑道

路的影响。道路数据主要来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

系统数据，并辅以前期野外调查的记录数据作为补

充。距道路的距离主要采用与获取距水系距离相

同的方法来生成。在进行生境适宜度建模前，AHP
模型、AHP-Geogdetector模型及MAXENT-Geogde-
tector模型均需对各环境因子数据按照AHP大熊猫

生境适宜度影响因子评价准则表（表 2）重分类，并

进行适宜度赋值（MAXENT模型使用连续型变量，

所有数据无需进行离散化处理）。最后，将所有变

量数据统一边界和坐标系统，并重采样为 30 m×
30 m。考虑到第四次大熊猫调查数据目前尚属于

保密数据，而本文旨在验证地理探测器方法的有效

性与可行性，故本文采用第三次大熊猫调查的相关

数据来构建HSI模型。

3.2.2 样本值与采样点

本研究分别以基于AHP法和MAXENT模型所

得到的大熊猫生境适宜度指数HSI为样本值。

有效选择样本点对于地理探测器评估结果的

精度具有较大的影响 [14]。为提高生境适宜度评价

精度，本文结合原始生境适宜度指数对样本点进行

筛选，以保证网格点HSI值均匀分布为准则，最终

选取 417个有效样本点，并分别赋予相应的HSI值
与各环境变量得分赋值作为样本属性。

采样点（共计 417个）主要包括 2部分：大熊猫

活动点和非活动点。大熊猫活动点数据全部取自

全国第三次大熊猫调查中研究区内的大熊猫分布

点（183个）；非活动点数据（共 234个）一部分来源

于前期野外调查（35个），另一部分主要通过Arc-
GIS 10.0中的随机选点功能获得。随机选点获取的

非活动点实际上是一种伪非活动点。为提高非活

动点数据的可靠性，减少非活动点落入适宜分布区

的几率，采用MAXENT模型对随机产生的伪非活

表2 雅安地区大熊猫生境适宜度影响因子评价准则

Tab.2 Assessment criteria for the affecting factors on giant pandas habitat in Yaan prefecture

目标层

雅安地区大熊猫

生境适宜性评A

适宜度赋值

因素层

地形因素B1

生物因素B2

干扰因素B3

指标层

海拔C1/m

坡度C2/°

坡向C3

地形指数C4

距水源距离C5/m

植被类型C6

主食竹C7

距公路距离C8/m

适宜

1800~3200

0~30

南、东南、西南

-5~5

<2000

针叶林、针阔混交林

冷箭竹、短锥玉山竹、拐棍竹

>1000

5

较适宜

1200~1800，3200~3800

30~40

东、东北、西

-15~ -5,5~15

2000~4000

阔叶林、灌丛及草甸

其他竹类

500~1000

3

不适宜

<1200，>3800

>40

北、西北

>15,<-15

>4000

其他

无竹区

<5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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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点进行评估和筛选，最终选取 199个点作为部分

非活动点。研究表明，物种活动点数据的模型都可

以用作评估伪非活动点的方法，来剔除落入被认为

适宜分布区的随机非活动点，且这种方法比完全随

机产生伪非活动点的预测结果更准确[29]。

在 417个大熊猫样点数据中，随机选取 75%的

样点数据（313个）来构建地理探测器模型，另外

25%的样点数据（104个）则用于后期的模型验证。

3.3 精度验证

根据模型是否受临界值约束，模型的准确性分

析可分为受临界值约束的准确性分析和不受临界

值约束的准确性分析。目前，关于模型精度的检验

最常用的方法主要有受临界值约束的kappa系数法

和预测值与观测值匹配系数法[11]，以及不受临界值

约束的ROC曲线法[30]。本文还引入了物种分布的

历史记录来检验预测模型[29]，通过计算目标物种实

际适宜区与预测结果的重叠比来进行精度验证。

4 结果和分析

4.1 地理探测器空间分析结果

风险探测器揭示了各环境因子内部不同类别

分区间的显著性差异。以MAXENT-Geogdetector
模型为例，风险探测器发现从不适宜到适宜的大熊

猫主食竹分区里大熊猫生境适宜度指数分别为

0.101、0.475和 0.563，且各区间适宜度的差异具有

统计意义（表 3）。由此说明，越适宜主食竹生长的

区域越适宜大熊猫的生存。此外，大熊猫主食竹各

类别分区彼此显著差异，说明各主食竹类别分区内

的生境适宜度有较大区别，进而表明AHP法所构建

的生境适宜度主食竹因子评价准则较为准确。对

于其他环境因子，也可做类似分析。若环境因子不

同类别分区彼此无显著差异，则需对前期构建的生

境适宜度评价准则进行修正，直至该因子各类别分

区彼此差异显著。AHP-Geogdetector模型与此类似。

因子探测器揭示了各环境因子对生境适宜度

影响的大小，MAXENT-Geogdetector模型中，各因

子的解释力（PD值）依次为：主食竹（0.6936）、海拔

（0.2745）、植被类型（0.2705）、坡度（0.1887）、地形指

数（0.0582）、距道路距离（0.0315）、距水源距离

（0.0126）、坡向（0.0026）。
生态探测器反应各环境因子对生境适宜度的

影响是否显著差异。MAXENT-Geogdetector模型

预测结果表明（表 4），海拔、坡度、植被类型和主食

竹对大熊猫生境适宜度的影响无显著差异；海拔与

坡向、地形指数、距水源距离和距道路距离中任何

一个因子对大熊猫生境适宜度的影响都具有显著

差异；坡度、植被类型和主食竹均具有与海拔类似

的特征；而坡向、地形指数、距水源距离和距道路距

离对大熊猫生境适宜度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从

聚类的角度来看，可将海拔、坡度、植被类型、主食

竹划分为对大熊猫生境影响显著的一类，而剩下的

因子划分为对大熊猫生境影响不大的一类。结合

因子探测器的结果，可以得出，海拔、坡度、植被类

型、主食竹对生境适宜度影响相对较大，而其余因

子影响相对较小。

交互作用探测器用来检验2种环境因自身独立

起作用还是相互作用，若为相互作用，作用是增强

还是减弱。MAXENT-Geogdetector模型结果（表5）
表明，海拔与坡向、海拔与距道路距离、坡度与距道

路距离、坡向与地形指数、坡向与植被类型、坡向与

距道路距离、地形指数与距道路距离、距水源距离

表4 不同环境因子对生境适宜度影响的统计显著性差异

Tab.4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impacts for

different risk factors on habitat suitability index

显著差异

海拔

坡度

坡向

地形指数

距水源距离

植被类型

主食竹

距道路距离

海拔

N

Y

Y

Y

N

N

Y

坡度

Y

Y

Y

N

N

Y

坡向

N

N

Y

Y

N

地形

指数

N

Y

Y

N

距水源

距离

Y

Y

N

植被

类型

N

Y

主食竹

Y

距道路

距离

注：Y表示2个环境因子对大熊猫生境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差异

（置信度为95%）；N表示无显著性差异

表3 大熊猫主食竹不同类别分区生境适宜度的

统计显著性差异

Tab.3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average habitat suitability index between

three primary bamboo zones

主食竹显著差异

不适宜

较适宜

适宜

不适宜

Y

Y

较适宜

Y

适宜

注：Y表示2个主食竹类别分区对大熊猫生境的影响具有显著

性差异（置信度为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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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距道路距离、以及植被类型与距道路距离分别为

非线性增强；而其余因子间为相互增强。总体而

言，各环境因子间的交互作用都大于各单因子对生

境适宜度的影响。

对各环境因子的 PD值进行均一化，即可得到

各环境因子适宜度的权重系数。

4.2 大熊猫生境适宜度评价结果

分别基于AHP-Geogdetector模型和MAXENT-
Geogdetector模型对雅安地区大熊猫生境进行预

测，以Nature break（Jean）法将大熊猫生境评价结果

分级显示，分为适宜生境、次适宜生境、不适宜生境

3类，并与单一AHP及MAXENT评价结果进行对

比分析（图4）。
从空间分布来看（图4（a）-（e）），雅安地区大熊

猫痕迹点主要分布于适宜与较适宜生境。对于适

宜生境，4种方法的预测结果较为一致，从行政区划

上来看，大熊猫主要分布在宝兴县、天全县西部以

及芦山县北部。

对于较适宜生境，AHP预测结果最大，MAX-
ENT模型预测结果最小。为对较适宜生境做进一

步分析，将预测结果与雅安邻近区域大熊猫栖息地

分布相叠加（由于篇幅关系，本文只列出 AHP-
Geogdetector和MAXENT-Geogdetector叠加分析结

果图）。大熊猫栖息地数据由全国第三次大熊猫调

查所得（包括调查中的栖息地及潜在栖息地），根据

调查过程中大熊猫栖息地与潜在栖息地的确定方

法，大熊猫栖息地必须有大熊猫分布且必须有适于

大熊猫生息繁衍的生境条件，潜在栖息地是指与大

熊猫栖息地相连、有适于或较适于大熊猫生息繁衍

的生境条件、此次调查未发现大熊猫实体或其他活

动痕迹，但未来很可能扩散过来的区域[34]。因此，

这里所指的大熊猫栖息地理论上应与预测结果中

的适宜与较适宜生境对应。

据全国第三次大熊猫调查，雅安地区大熊猫栖

息地及潜在栖息地面积共计4385.02 km2，基于AHP、
AHP-Geogdetector、MAXENT和MAXENT-Geogde-
tector模型所预测的适宜与较适宜区域与实际分布

区（含大熊猫栖息地及潜在栖息地）重叠比分别为

63.66%、61.30%、76.70%和 90.10%。通过叠加分析

（图4（c）、（f）），结合实地考察，单一AHP法和AHP-
Geogdetector有较大范围较适宜生境预测结果（芦

山县南部、天全县东部及荥经县东北部）属于居民

聚居区（分别对应于芦山县县城、飞仙关镇、宝峰彝族

乡等），MAXENT-Geogdetector模型预测结果与全

国第三次调查中栖息地及潜在栖息地吻合度最好。

4.3 精度验证

（1）预测值与观测值匹配系数

利用剩余25%的样点数据（104个）对大熊猫生

境适宜度评价结果进行验证。

首先，利用快速聚类法分别将基于 4种方法获

取的大熊猫生境适宜度图的结果转为二态值，其中

大熊猫出现概率较大的一类设为1，即活动栅格（大

熊猫适宜生境），反之则设为 0，即非活动栅格。然

后利用预测值与实际观测值的匹配系数分别对2种
方法的评价结果进行验证，结果表明（表6），AHP法
活动栅格、非活动栅格及模型总体精度分别为

69.6%、98.3%和85.6%，AHP-Geogdetector法活动栅

格、非活动栅格及模型总体精度分别为 69.6%、

100%和86.5%，MAXENT模型活动栅格、非活动栅

格及模型总体精度分别为 80.4%、100%和 91.3%，

MAXENT-Geogdetector法活动栅格、非活动栅格及

模型总体精度分别为89.1%、98.3%和94.2%。

表5 2种环境因子（PD值）对大熊猫生境影响的交互作用

Tab.5 Interactive impact of each paired factors on the habitat of giant panda

0.2745

0.1887

0.0026

0.0582

0.0126

0.2705

0.6936

0.0315

海拔

坡度

坡向

地形指数

距水源距离

植被类型

主食竹

距道路距离

0.2745

海拔

0.362

0.292

0.291

0.279

0.432

0.719

0.365

0.1887

坡度

0.191

0.238

0.200

0.380

0.721

0.228

0.0026

坡向

0.067

0.013

0.281

0.695

0.037

0.0582

地形指数

0.068

0.323

0.707

0.096

0.0126

距水源距离

0.275

0.694

0.048

0.2705

植被类型

0.757

0.320

0.6936

主食竹

0.709

0.0315

距道路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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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雅安地区大熊猫生境分布
Fig.4 Distribution of giant pandas habitats in Ya′an pref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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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appa系数

Kappa系数分析表明，基于AHP、AHP-Geogde-
tector、MAXENT和MAXENT-Geogdetector模型的

kappa系数分别为0.699、0.718、0.821和0.882。
（3）ROC曲线

分别将基于 logistic模型和AHP法所获得的大

熊猫适宜度预测值和相应的诊断值（大熊猫活动点与

非活动点）赋值给这些验证数据，并导入SPSS19.0
进行ROC曲线分析，即可分别得到2种方法的ROC
曲线和相应的AUC值。统计结果显示，基于AHP、
AHP-Geogdetector、MAXENT和MAXENT-Geogde-
tector模型的AUC值分别为 0.902、0.928、0.949和
0.966。

大熊猫生境适宜度评价结果的精度验证表明，

无论是 kappa系数法、预测值与实际观测值匹配系

数法、ROC曲线法，还是大熊猫栖息地实际分布图

与预测结果的叠加分析，都证明MAXENT-Geogde-
tector模型对大熊猫生境空间分布拟合度较高，具

有较高准确性，其预测精度比其他3种方法更高。

5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大熊猫生

境适宜度评价方法，分别在MAXENT和 AHP大熊

猫生境适宜度的基础上，通过 4个地理探测器来探

寻环境因子与大熊猫生境适宜度之间的关系，同时

建立空间数据模型，并与单一AHP法和MAXENT
模型的评价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针对AHP法主观性较强，MAXENT模型评

价精度较高但生态学可解释性较差的问题，基于地

理探测器的大熊猫生境评价模型综合了2种方法的

优势，使大熊猫生境适宜度评价结果兼具主观判断

与客观优化，一方面具有较高的评价精度，另一方

面能使空间数据更为直观表达出其潜在含义，并能

改进地理空间事件的预测和控制能力 [31]。无论是

AHP-Geogdetector模型还是MAXENT-Geogdetec-
tor模型，模型精度都比相应的单一模型有所提高，

且MAXENT-Geogdetector模型同时融合了 AHP、
MAXENT以及Geogdetector的优势，对大熊猫生境

的预测结果精度最高，最接近实际情况。

（2）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大熊猫生境适宜度评价

模型能够完善专家知识库。通过风险探测器实现

对传统机理模型的评价准则的检验与修正，再结合

其他 3个探测器，能深入探究各环境因子对大熊猫

生境具体的影响机理，同时考虑各环境因子之间交

互作用，可为后期大熊猫保护策略的制定提供直观

的科学依据。

（3）地理探测器需要离散化数据，不同的离散

方法会得到不同的PD值，即各环境因子生境适宜

度的解释力。目前，本文采用的是地理探测器检验

修正后的AHP环境因子评价准则，后续将进一步开

展不同离散方法精度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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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大数据公共卫生应用”专辑征稿

全球气候变化和经济建设过程可能影响一些重要传染病、地方病和慢性病相关自然要素的时空分布格

局，并使得传染病宿主动物和媒介生物的孳生场所、慢性病和地方病的病理环境发生改变，从而导致诸如新

发传染病暴发流行、慢性病/地方病的敏感人群增加等现象。利用时空大数据，可以更有效地、多尺度地对

疾病相关环境要素变化过程进行全方位监测和分析，实现对各种传染病、慢性病和地方病疫情的监控和风

险评估，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提供更为科学有效的监测和评估手段，进而实现传染病、慢性病和地方病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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